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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覆

翁有为

　 　 摘　 要：学界对于梁启超政治思想重点关注的是他的“开明专制”论和他的民主思想，即“立”的方面

的研究；而对他“破”的方面即其长期对专制体制的批判乃至坚决否定的历史面相，研究还十分薄弱。 通过

研究发现，梁启超大致从早年流亡日本明确提出“专制”这一概念到五四时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长期政

治活动中，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专制思想及其行为基本上是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 个别时期其表现有

所波动，然“变”只是策略，不变的，则是反对专制这一思想主线。 梁氏在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潮流

中，比较清晰而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时代的国家体制症结、改革的主攻方向、国家与社会及国民的关系等，酝
酿着如何突破近代中国面临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变交汇变革的瓶颈口。 这在中国近代的反专制思想发展

乃至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都是极具鲜明个性和时代特色的思想探索。 梁启超的反专制思想，不仅在清

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产生过重大推动力和影响力，而且他的这一思想对中共成立前后的思想发展

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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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研究中与“反专制”问题相关的探讨，学界重点所关注的，一是他的“开明

专制”理论，①二是他的民主思想，②而对他长期对专制体制的批判乃至坚决否定的历史面相研究还

十分薄弱。③ 通过系统通读、梳理梁启超思想的有关文献，就可以发现，梁启超大致从早年流亡日本

·９０１·

①

②

③

关于梁氏的“开明专制”思想的探讨，主要可见彭南生：《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新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１９９１ 年第 ３ 期；阎平：《历史的悖论———评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徐州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李丹：
《谈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吉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付茹：《论梁启超“开明专制”思想》，《理论学
习》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蔡永飞：《梁启超“开明专制”思想述评》，《政治学研究》１９８８ 年第 ４ 期；李福鑫：《从“开明专
制”到“民主共和”———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之比较》，《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张昭军《“中国式
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近代学人梁启超、钱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蔡双全、王正相：《梁启超“开明专制论”之学理辨析》，《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关于梁氏的民主思想探讨的成果相当丰富，主要可见蔡尚思：《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
再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学术月刊》１９６１ 年第 ６ 期；王好立：《从戊戌到辛亥梁启超的民主政治思想》，
《历史研究》１９８２ 年第 １ 期；胡绳武、金冲及：《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学术研究》１９６０ 年第 ２ 期；胡绳武：《梁
启超与民初政治》，《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１ 年第 ６ 期；熊月之：《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兼论梁启超与康有
为思想的歧异》，《苏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４ 年第 ３ 期；茅海建：《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学术月刊》２０１７ 年
第 ４ 期；王瑶：《梁启超对卢梭思想的容受与推演》，《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明确以梁启超“反专制”为论题的迄今仅见林庆元《论梁启超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兼论近代民主观念薄弱
的原因》（《福建师大学报》１９８１ 年第 １ 期）一文。 该文明确提出梁的“反封建专制”的问题，但文章的相当内容仍
是正面分析梁的民主思想，至于对梁“反封建专制”思想的探讨分析，则比较笼统薄弱。 事实上，梁使用的是“专
制政体”或“专制”概念，还未使用“封建专制”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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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专制”这一概念到五四时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长期政治活动中，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

专制思想及其行为基本上是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明显地体现了“反专制”的思想态度；当然，个别时

期他的态度有所波动，但即使如此，实质上他也没有完全背离这一基本态度。 人常言梁启超善变，但
整体看来他变的只是形式，是一种策略，而不变的，则是反对专制这一思想主线。 梁启超的反专制思

想，具有十分丰富与深刻的内容，不仅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产生过重大推动力和影响力，
而且他的这一思想对中共成立前后的思想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当然，梁启超的反专制思想，
无疑是其民主思想的组成部分，但就具体来说，由于学界以往所重点关注的是他的开民智、设议会、行
宪法方面以“立”为主的思想内容，而对他与“立”明显不同的“破”的方面，也就是他对传统“专制政

体”批判的思想内容的关注，明显地还比较薄弱，缺乏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 因此，对于梁氏是如何

批判和反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专制之弊的，其“反专制”思想经历了哪些演变，以及其“反专制”思想

有什么样的时代特征与历史价值，是需要进行新的系统研究的。 本文无意重复前贤关于梁氏民主思

想“立”的方面的已有认识，而拟专就对梁氏在“破”的方面对“专制政体”的批判问题，做一新的系统

梳理与考察，力图对上述问题作一回答。

一、对中国专制历史与现实的认知与批判

梁启超对中国专制历史与现实的系统认知，是在流亡日本时，通过学习西学，从中西制度的对比中

开始进一步反思中国衰败之因的。 １８９９ 年他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阐释其师康有为所“发明”的
“孔子之教”时，宣布其主张的“此”“六主义”与所反对的“彼”“六主义”，其中之二即是“平等主义非专

制主义”，①明白宣誓了他反对“专制主义”的态度。 在他同年撰写《自由书》时，读到在《东亚时报》有题

“草茅危言”为日人深山虎太郎所撰的三篇文章，分别是《民权篇》《共治篇》和《军权篇》，梁氏认为深山

氏诸文“皆本泰西硕儒政体之论，切中中国时病者”，遂照“录其全文”，内中认为，中国“自秦汉以降，沦
胥至今……上有背天之政府，而无顺天之君”，“专制为治，独裁为政……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

其政息”，“故天下百年而无十年之治，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生灵鱼肉，肝脑涂地，宗社亦随而亡。 历朝相

袭，如环之无端”。 此“三千年宿弊”，正是必须“摆脱”的“专制独裁之治”。② 显然，梁启超是完全赞同

深山氏关于中国自秦汉以降为专制的观点的。 而且在梁氏看来，不仅中国自秦汉以降的专制历史的认

识是符合实际的，它还是认识中国现实弊政的重要途径和利器，即所谓“切中中国时病”。 这种专制政

治，在梁氏看来显然是不合理的，是必须否定和批判的。 梁启超对专制批判的思想资源，一方面来自于

西学西哲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是从中西对比的角度认识中国专制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一方面来自于中

国秦汉以前的儒教经典，③认为秦汉以后背离了以前的传统而走入专制道路。
正是基于此，他对中国专制政治的批判是十分猛烈尖锐的，在他看来，“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

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 而“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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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１８９９ 年），见《饮冰室合集》第 １ 册“饮冰室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年，第
５５—５６ 页。 这时，梁还在《各国宪法异同论》（１８９９ 年）一文中特说明“旧译为君主之国”之政体，根据西文法律文
意而译称为“专制政体”。 见《饮冰室合集》第 １ 册“饮冰室文集之四”，第 ７１—７２ 页。
梁启超：《自由书·草茅危言》（１８９９ 年），见《饮冰室合集》第 ６ 册“饮冰室专集之二”，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年，
第 １３—１４ 页。 他在同年所完成的《爱国论》一文中，也指出“吾中国自秦汉以来，数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隶视其
民，民之自居奴隶”的问题。 梁启超：《爱国论》，见《饮冰室合集》第 １ 册“饮冰室文集之三”，第 ７１ 页。
他认为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勃兴，才智云涌，不让西方之希腊”。 但先秦之后，“二千年来孔子之真面目湮而不
见，此实东方之厄运也。 故今欲振兴东方，不可不发明孔子之真教旨”。 他比附先秦儒家文献《礼记》中的“天下
为公”“小康”和“大同”等观念，认为“小康者，专制之政也，大同者，平等之政也”，“春秋之法制，皆所以抑制君主
之专横”。 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１８９９ 年），见《饮冰室合集》第 １ 册“饮冰室文集之三”，第 ５５、５９ 页。



也……其权无限，奴蓄群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势，他家代之，以暴易暴，无有已时”。 而揆诸现实，“今我

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 国际（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 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 国

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 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① 梁启超此处所言，其重心在于说明，正因为中国

这样一种国和民的关系状况，国家得不到国民的支持，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竞争中一再处于无力抵抗

的地位；考其实，这种现象，恰是说现实政治乃为国民无权、国与国民对立的“专制”政治状态。 他在另一

篇文章中，批评中国的落后是由于“民贼自私，愚其黔首，遂使聪明锢蔽，人才衰落，黄农之胤续，将为皂

隶”，②也是说帝制的“专制”事实。 他在著名的《自由书》之“国权与民权”部分也指出：“言民事者，莫不

瞋目切齿怒发曰：彼历代之民贼，束缚驰骤，磨牙吮血，以侵我民自由之权，是可忍孰不可忍！”③

沿着对中国历代政治批判的思路，梁启超认为“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 不过有朝廷耳”。
“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 以往的国家，是“朝代”的国家。 这种朝代的国家，“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

焉”？ 他借用日人和西人对中国“老大帝国”的称号的刺激，一方面鲜明地提出“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

国在”，呼唤他心目中“少年中国”的降临；一方面承认“老年时代”的存在，“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
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 而其心目中，规划着“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彼老

朽者何足道，彼与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④ 这些话语，强烈地表现了他去旧迎新的思想。 旧的，就是

一家之私的专制制度。
在梁启超看来，这种一家之私之国、家不分的专制性制度，是中国积弱的根源之一。 他从近代西

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平等、自由理论出发，反观中国历史，激烈地认为中国“盖数千年来，不
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 每一朝之废兴，而一国之称号即与之为存亡”。 “我国民数千年醉迷于误解

之中”，“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
他认为乃系“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已。 由此造成“独立之志气全萎。 但使有一姓能箝制我而鞭箠我

者，我即从而崇拜之拥护之……若是者盖千余年于兹矣”。 “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絷
国民为己之奴隶”，“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 此在朝廷者，显然是专制，而在臣在民

者，则是一种国民奴性的思维。 梁启超认为“中国所以永远沉埋之根源，皆在于此”。 今欲救中国，
“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虽有善者，无能为功”。 可见，梁启超

通过对西方民主思想理论的参考与吸收，形成了非常犀利明确的对中国历史之“专制”与“民贼”斗争

的思想。 这种思想，在他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反复呈现，如他说：“彼民贼之呕尽心血遍布罗网，岂不以

为算无遗策，天下人莫余毒乎？ 顾吾又尝闻孟德斯鸠之言矣，‘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 虽美

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举其所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 昔有路衣沙奴之野蛮，见果实

累累缀树上，攀折不获，则以斧斫树而捋取之。 专制政治，殆类是也。 然民受治于专制之下者，动辄

曰，但使国祚尚有三数十年，则吾犹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则大乱虽作，吾又何患焉？ 然则专制国

民之苟且偷靡，不虑其后，亦与彼野蛮之斫树无异矣。 故专制之国所谓辑和者，其中常隐然含有扰乱

之种子焉’。 呜呼，孟氏此言，不啻专为我中国而发也。”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专制制度，为“中国积弱

之故，盖导源于数千年以前，日积月累，愈久愈深，而至今承其敝而已”。⑤ 他主张把西方之“新理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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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１８９９ 年），见《饮冰室合集》第 １ 册“饮冰室文集之四”，第 ５６、６０ 页。
梁启超：《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１８９７ 年），见《饮冰室合集》第 １ 册“饮冰室文集之四”，第 ７９ 页。 此时，
梁氏尚未流亡日本。 可见，梁氏此反民贼思想亦其来有自。
梁启超：《自由书》（１８９９ 年），见《饮冰室合集》第 ６ 册“饮冰室专集之二”，第 ２４ 页。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１９０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第 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２、１２６ 页。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１９０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见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１—１２、１３、１２—１３、３０—３１ 页。



公诸天下，将以一洗数千年之旧毒”，即用西方的自由、独立、民主等“新”观念、“新”理论、“新”思想

来洗除中国“旧”有的“专制”之毒。① 后来他在研究卢梭学案时，指出“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

体之下”，②明确地把“专制政体”概念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
从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到“一洗数千年之旧毒”专制政体，从呼唤“少年中国”到提出“论新民为今

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乃为梁启超改造中国主张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 他说：“为中国今日计，必
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
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新民云者”，乃“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即“新”全国四万万之国民而已。
而反观中国历史，“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 而要将此四万万之国民为“新民”，必有所本，因
此，既不能“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又不能“如墨守故纸

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到“新民”这里，梁启超在激烈反传

统的同时，也呈现了调适和温和的改革态度。 这在思想上，与他在 １９０１ 年到 １９０２ 年对中国历史、文
化与学术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存在一定的关系。 这期间，他在研究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同时，也系统地

研究了中国的历史与学术，如 １９０１ 年的《中国史叙论》《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１９０２ 年的《论
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中国历史上下数千年的贯通性梳理和研究，使梁启超对中国灿烂的历

史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理解，逐渐在对传统历史持猛烈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认识到中国存在的根本

性弊端及与时代落伍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能认识到中国历史伟大灿烂的一面。 这些研究和梳理，使得

他在论及“新民”时，虽然对传统采取了批判和改造的态度，而整体上看又在探索“建设”的道路。 在

他所设定的“新民”指标中，包含了“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
“自尊”“合群”“义务思想”等以“民主”和“自由”为核心的思想观念。 这些观念，从性质上说，是反对

专制的；从内容上来说，可以说是其“新民”诸要素的集合即“政治能力”之谓。 他指出：“或曰：吾国民

以久困专制政体之故，虽有政治能力不能发达，斯固然矣。 虽然，亦有在专制政体不能及之时，不能及

之地，不能及之事，而吾民不克自发挥其政治能力如故也，是乃大可痛者也。”③梁启超在此一方面承

认“专制”困民，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亦不可把一切责任推诿专制而了事，其意在使“民”要养成自治的

政治习惯和政治能力。
为培养“新民”，梁启超进而提出“新史学”的“革命”。 他把“新史学”作为救国的重要工具和手

段，认为“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于此，他把史学的

重要性上升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的高度，指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从“新史学”
立言，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旧史学之四弊在“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

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其中，“知有朝廷而不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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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启超：《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１９０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７ 月 ６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２ 集，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９１ 页。 梁启超的这些西方“新理新说”，一方面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其政
治上所持的改良思想必然吸收西方的近代民主思想的有关资源；另一方面，据梁当时在上粤督李鸿章书中透露，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李鸿章曾通过伊藤博文和天津日本领事郑君及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向梁表示慰问，尤值
得注意的是“并教以研精西学”，“‘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云云”。 梁在上书中称：“但使一日不死，必倡民权之公
理，顺地球之大势，以导我四万万同胞，使进于文明，以为他日自立之地步。 是即启超所以报效国家，亦即启超所
以答公拳拳之盛心者也。”梁启超：《上粤督李傅相书》（１９０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
第 ２ 集，第 ２３７、２４３ 页。 梁这时期的思想可谓颇为“激进”，正因如此，这一时期他与孙中山多有合作，这种思想认
识既可视作“因”，也不排除因与孙联系合作而受“革命”思想之影响。 郭世佑：《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
系真相》，《历史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５ 期。
梁启超：《卢梭学案（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１２ 月 １ 日、２１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
全集》第 ２ 集，第 ３４７ 页；周兴梁：《试论一九〇〇年前后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贵州社会科学》１９８４ 年第 ５ 期。
梁启超：《新民说》（１９０２ 年 ２ 月 ８ 日至 １９０６ 年 １ 月 ９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２ 集，第 ５２９—
５３０、５３２—５３４、６５４—６５５ 页。



国家”，即与“专制政体”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种“专制政体”话语下，他认为中国的历代“正统”观念，
“千余年来……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① 显然，这种造

成奴隶根性的“正统”观，与“专制政体”话语体系有着密切联系。
从反对专制的思想出发，梁启超《释革》一文根据日文的翻译话语，比较了英国 １８３２ 年的议会改

革和法国 １７８９ 年的大革命中的“革”这一核心概念，并与中国古代之“汤武革命”相较，而认为泰西是

“以仁易暴”之变革，而中国古代是“以暴易暴”之革命。 梁取其“革”，则以“革”乃“天演界中不可逃

避之公例也”。 他从进化论的角度论证说，“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一存一灭之

间，学者谓之淘汰。 淘汰复有二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夫

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

于适，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 乌乎可哉！ 此所以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之事业，（即日

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梁此所说的革命虽称为“变革”，但他

同时呼唤进行“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

革命”等，②与孙中山革命派所进行的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渐行渐近，而他的“一切事物，无大无

小，无上无下……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的“破坏”之主张，又与他培养“新民”的建设主张是不无其内

在紧张以至矛盾的。 梁氏尽管在革命与改革问题上存在矛盾心理，但他反对专制政体、变革中国数千

年以来的专制政体的态度是明确的。 为此，他系统梳理阐释了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进化”的历史概

貌，尖锐明确地指出：“中国者，世界中濡滞不进之国也。 今日之思想，犹数千年前之思想；今日之风

俗，犹数千年前之风俗；今日之文字，犹数千年前之文字；今日之器物，犹数千年前之器物。 然则进化

之迹，其殆绝于中国乎？ 虽然，有一焉，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吾中国若者

也。 万事不进，而惟于专制政治进焉，国民之程度可想矣。”在他看来，在专制条件下，“则以国土为私

产，以国民为家奴，虐政憔悴，民不堪命”。 他把中国专制政治化分为十三期共四大期，认为：“自黄帝

以至周初，为封建未定期；自周以至汉初，为封建全盛期；自汉景、武以后至清初，为封建变相期；自康

熙平三藩以后，为封建全灭期。 由酋长而成为封建，而专制之实力一进化；由真封建而变为有名无实、
有实无名之封建，而专制实力又一进化；举名、实而扫之，而专制实力又一进化。 进化至是，盖圆满矣。
莽莽数千年，相持相低昂，徘徊焉，翱翔焉，直至最近世……上下千古，其感慨何如哉！”在梳理剖析了

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演化历程及其弊后，他又从与欧洲及日本的政体的比较中总结道：“论者知民权

之所以不兴，由于为专制所压抑；亦知专制之所以得行，由于民权之不立耶！”而正是由于专制政治达

到极致，极端压抑了民权，致中国“乃反以此而自弱于世界乎？ 噫！”③梁氏大约于 １９０２ 年下半年撰拟

了《拟讨专制政体檄》一文，表达了与专制政体“不与共立”的鲜明立场。 他表示：“我辈实不可复生息

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 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 有专制

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他历数专制政体之罪责道：“使我数

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 专制政体也。 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 专制政体也。 使我

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 专制政体也。”具体言之，专制政体之罪有十之数：一是“天之生人，
权利平等”，而专制政体制造贵贱，命令者被命令者分贵贱等级，为“逆天理。 其罪一也”；二是“人之

意志，各有自由”，而专制者强己好恶意志为他人之意志，为“拂人性。 其罪二也”；三是“有治人者，有
治于人者，此国法也”，而专制者惟作治人，不作治于人，即不受任何监督，为“藐国法。 其罪三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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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启超：《新史学》（１９０２ 年 ２ 月 ８ 日至 １１ 月 １４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２ 集，第 ４９７—４９９、
５０１、５０６ 页。
梁启超：《释革》（１９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 ３６８—３７０ 页。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１９０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至 １９０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
第 ３ 集，第 ４２４、４２７、４３３、４３４、４４４ 页。



是“一国之土地，一国人所共有也”，而专制者将天下之土地财产占为己有，为“盗公产。 其罪四也”；
五是将“私公产为己物，罪既重矣”，而专制者只知挥霍，为“始乱之终弃之也。 其罪五也”；六是专制

者只知榨取人民之膏血以饱其无限之私欲，是“虎狼之噬人类也。 其罪六也”；七是专制者“不徒视我

辈为犬马，且视之为土芥也。 其罪七也”；八是专制者统治等级森严、“遍布爪牙”、层层下压，底层人

民暗无天日，专制者为“阿鼻地狱之魔王也。 其罪八也”；九是竟为外来侵略中国者代之“虐我”，代外

人以“压我”，“其罪九也”；十是颠倒黑白，“妄引古经”，“逆天愚民，莫此为甚”，“其罪十也”。①
正是由于专制政体在近世暴露的这些根本性弊政，在梁启超看来，专制政体不仅有害于民，即使

对中国的统治者而言，亦是“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 他指出：“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

于专制政体，其恶之也，殆以此为吾害也。 至如君主，若君主之私人，则莫不殚其精，竭其术，以维持回

护专制政体，其爱之也，殆以此为吾利也。”然而在梁经过再三思考后认为：“窃以为专制政体之毒，其
害民者一，而害君主者常二。 民之受害者有时而可避，君主之受害者无地而可逃；民受害而他人犹以

相怜，君主受害而后世且以为快。 故吾敢断言曰：专制政体之于君主，有百害而无一利。”他就君主专

制政体本身之毒害分为十项（按：外夷构衅及流寇揭竿两项有他因者不计入内———引者）加以论证

道：“一曰贵族专政，二曰女主擅权，三曰嫡庶争位，四曰统绝拥立，五曰宗藩移国，六曰权臣篡弑，七
曰军人跋扈，（如唐藩镇之类）。 八曰外戚横恣，九曰佥壬朘削，（如李林甫、卢杞之类）。 十曰宦寺盗

柄。 此十者，殆历代所以亡国之根源……至求此十种恶现象所以发生之由，莫不在专制政体。 专制政

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他分析道：“中国君统之乱本何在？ 在彼十种恶业；十种恶

业之乱本何？ 在专制政体。 专制政体一去，则彼十种者无所附以自存，不必以人力坊（防———引者）
之也。”而“苟非专制政体，则此十种恶现象者，自一扫而空；若是乎，吾中国数千年脓血之历史，果无

一事焉而非专制政体贻之毒也”。 他历数中国专制之害后指出：“专制政体之不能生存于今世界，此
理势所必至也。 以人力而欲与理势为御，譬犹以卵投石，以螳当（挡———引者）车，多见其不知量而

已。 故吾国民终必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吾敢信之，吾敢言之。”②此后，他在分析国民性格中爱国

心之薄弱的形成原因时，也认为是“我国国民，习为奴隶于专制政体之下，视国家为帝王之私产，非吾

侪所与有。 故于国家之盛衰兴败，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膜然不少动于心”。③ 他在关于国民品格中

“服从”问题的辨析中，一方面强调合理、合法与合乎程序的“服从”美德的必要与重要，另一方面也指

出“一可不服从少数之专制，而不可不服从多数之议决”这样的基本前提，④表明了他反对专制的

思想。
可以说，梁启超从 １８９９ 年在《论支那宗教改革》公开提出“专制”概念，到 １９０３ 年的《服从释义》，

其间情绪与思想虽有缓有激，但反对专制的思想是清晰和明确的。

二、从“新民说”到“开明专制论”

梁启超在明确反对和批判“专制”的思想轨道上，到 １９０４ 年突然沉寂下来。 以前，人们在研究梁

的思想时，较多强调他流亡日本后到 １９００ 年梁、孙合作的影响，但是 １９００ 年康、梁与孙中山的合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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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梁启超：《拟讨专制政体檄》（约 １９０２ 年下半年），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 ３８０—３８３ 页。 此文为未
刊稿。 尽管此文未刊，但也反映了梁氏反对专制体制的鲜明思想与立场。
梁启超：《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１９０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４ 集，
第 ６３—６７、７３ 页。
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１９０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４ 集，第 １７５ 页。
梁启超：《服从释义》（１９０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６ 月 ９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４ 集，第 ２０３ 页。



本停止后，①梁的思想虽然有较为温和的一面，提出了与“反”和“破”不同而主旨在“建”和“立”的

“新民”主张，但他很多系统的反专制理论则是在 １９０２ 年提出的，直到 １９０３ 年，梁仍持明确和坚决的

反专制立场。 可见，梁的思想变化轨迹，自有其自身之因。 梁对“专制”的态度，当然在相当程度上确

也和他对革命的立场有关。
１９０４ 年，他开始研究中外革命的后果问题。 他先研究了俄国具有革命性质的无政府主义党（虚

无党）的历史，明确指出：“虚无党之手段，吾所钦佩，若其主义，则吾所不敢赞同也。 彼党之宗旨，以
无政府为究竟，吾闻之边沁曰：‘政府者害物也，然以其可以已他害之更大者，故过而废之，宁过而存

之。’持消极论以衡政府，亦不过至是而止矣。 如必曰无之，则岂有无政府，而能立于今日之世界者？
岂惟今日，虽至大同太平以后，亦固有所不可也。 故以近世社会主义者流，以最平等之理想为目的，仍
不得不以最专制之集权为经行。”②在这里，专制不是应该被打倒的对象，却是一个不得不需要的“必
须的恶”了，甚至怀抱“最平等之理想”的“社会主义者流”也必须用之。 随之，他又系统研究和剖析了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问题。 他指出，“革命”可划分为最广义、广义和狭义三类，他研

究的是专指“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属狭义———引者注）。 他认为，“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

义的革命”。 他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的革命，与近代西方欧美的革命相比不同，有七个特点：一是中国

“有私人革命”，而无“泰西”的“团体革命”。 泰西的团体革命，指的是英国的国会革命、美国的省议

会革命和法国的大多数议员发起市民附和的革命。 而考之中国数千年，多“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

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
“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 二曰“有野心

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 他认为，革命的正义，“必起于不得已者也”，自卫的革命，“每用进取”。
而中国的革命，固然也有自卫和反抗压迫的成分，但其革命的动机，如“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

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 即使有的起于自卫，“然
于大局，固无关矣”。 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百数十次之革命，“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

一手段也”。 三是“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 他分析了历代上层王朝更替易主和

下层人民起义暴动，比之近代泰西因其中流社会自身利害关系而起于革命不同。 梁氏此点似与第二

点“野心家手段”论相同。 细考之，此论则不免牵强，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暴动，从根本上说

来，也是社会底层人民无法生活被迫揭竿而起的。 梁氏此意在通过历史上中国“狭义”革命之弊论证

现实中革命的不正当性，但显然刻意渲染了中国历史上革命和暴动的不合理成分。 四是从“革命之

地段”看，近代泰西是某党某派的“单纯革命”，而中国历史上则是群雄蜂起的“复杂革命”。 他认为，
“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

孑遗，然后仅获底定。 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毌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
更无论成立也。 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

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 中国人闻革命而战栗，皆此之由”。 五是从“革命之时日”看，近
代“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 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

略而已。 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 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 而“中国不然，非群雄

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 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
是者复有年。 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 故“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

人失惊者。 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 “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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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 ５ 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１９０１—１９１２）”，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
第 １８０ 页。
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１９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４ 集，第 ２３６—２３７ 页。



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 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
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
此处，梁氏从发掘中国历代革命之害出发，对中国历代鼎革之史不无夸大与失实之处，但其对中国历

代鼎革之际所导致的大动乱、大动荡及其对生产力和社会文明在客观上所带来的破坏问题，确具有深

刻的反思与批判性，故从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得失来看，又是有其思想价值的。 六是从“革命家与革

命家之交涉”看，中西又大不相同。 近代“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

皆非所敌也。 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 而“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

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 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 此犹

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

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
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

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

枕；谭绍洸被弑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 梁启超认为起义军或革命团体内部的内

讧和互相残杀，乃“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梁此处把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农民起义、农
民战争或王朝更迭都通称为近代所称的革命，并用这一概念重点分析中国历代起义和起事者阵营内

部复杂关系、山头派系矛盾的处理与内讧、内耗问题，确是具有极其深刻的、血的乃至惨败的严酷教

训，提出这一问题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其在研究方法上将中国古代“革命”人物与西方近代革命

者进行比较，显失妥当；而且，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在深刻总结并被认识后，是可以改变的，尤其是在当

时的革命者看来，是可以避免的。 不过梁氏的这一认识也绝非杞人忧天，后来在革命过程中乃至革命

后，程度不同地发生了梁氏所担心的这种局面，实值得后人铭记与警醒。 七是梁启超还特别分析了革

命容易招致外患这一重大问题，尤其是“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的情况下，革命有可能不仅不足以

救中国，实“反陷中国于不救耶”。① 当然，历史证明，尽管辛亥革命时期不排除个别国家有干涉野心，
但鉴于中国革命的迅速成功与国际间力量的相互制衡，梁氏担忧的那种列强乘中国革命内乱之际而

瓜分中国的危险局面没有出现。 整体观之，梁氏这里所分析的七种情况中，前六种主要分析中国历史

上在国家权力斗争中因缺乏公共权力观念、法治观念、妥协容忍观念而导致的乱中之乱，而其主旨则

是以中国历史上有如此之固弊，警示革命党及世人勿蹈此旧辙。 而在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清末革命

党人看来，当代的革命与中国历代以往的姓氏革命不同，今所进行的是与以往性质完全不同的共和革

命，自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值得注意的是，梁氏论证中国不易实行革命的主要根据，其思路与其之前

对中国历代专制政体弊端的分析是一致的，主要是从中国传统政治之弊来立论的，实际上仍未脱臼批

判中国传统政体是专制政体的认识这一大体思路。
但是，为了对抗革命派的革命，梁启超在披露传统政治文化之弊的同时，也在尽力发掘传统与现

代西方思想一致的成分。 他参照西方学科分类中的法学学科，撰写了《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论中

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竭力发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现代性成分和积极因素，旨在为未来中

国建设现代法律制度提供思想资源和依据。 他撰写《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②为近代中国在西方殖

民主义压迫的客观情势与话语下，发掘史迹被遮蔽的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在海外开拓者如哥伦布式传

奇历史人物“八大伟人”，意在阐释中华民族适应“于今日生存竞争界之表征”，无疑是以此激励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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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１９０４ 年），见《饮冰室合集》第 ２ 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五”，第 ３１—３２、３４—３９ 页。
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１９０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４ 月 ８ 日）、《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１９０６ 年 ５ 月 ８
日—７ 月 ６ 日）、《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 （１９０５ 年 ２ 月 １８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５ 集，第
４２７—４７３、４７６—５２３、５２—５６ 页。



的自信和进取精神。 他还针对日人所谓“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 中华民族，不武之民族”，而“耻
其言”，发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之武”，撰写了洋洋洒洒的《中国之武士道》长篇文章，把春秋时期的

孔子列为中国历史上的首位武士道者，其下至“汉景、武以还，武士道消灭”，以“孔子为二千年来全国

思想之中心点”，孔子以下有曹沫、弘演、鬻拳、先珍等各阶层武士道者 ７０ 多人。 在梁氏看来，武士道

之所以在景武之后不存，是专制政府势力形成使然。 “文、景、武三代，以直接间接之力，以明摧之，而
暗锄之”；而梁氏对此遮蔽之历史之发掘，是“以锦绷葆迎中国之武士道”，他呼唤道：“一灵未沫，轮回

不谬，魂兮归来。”①尽管他发掘中国“武士道”历史未必恰当与有效，但其从中国历史文化深处寻找

适应近代社会思想资源的用心是明显的。
梁启超从之前全面激烈地批判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制度，到 １９０４ 年后转为主要精力在寻找中国历

史上的现代性潜质，其转因固然是外受其师康有为的思想诱导和赴美的切身感受，②而其内因则是他

从思想深处认识到因列强环逼尤其是 １９００ 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严酷现实所彰显的越来越严重和迫

近的亡国危机，及对正成声势的“革命”所可能造成的破坏和内乱的警惧，因而他的政治思想确实发

生了转变，这从他 １９０４ 年这一年的作品中就有明显的体现。 而顺此转变，１９０５ 年，梁启超在为重印

的郑所南《心史》所写序中，③进一步发掘了中华民族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坚贞不屈的高贵品格，他指

出：“吾读所南先生之书，而叹儒教之精神，可以起国家之衰而建置之者，盖在是矣！ 盖在是矣！ 夫先

生盖舍儒教外，他无所学者也。 先生之人格，求诸我国数千年先民中，罕与相类……其行谊之高洁肖，
其气象之俊伟肖，其主义之单纯肖，其自信之坚确肖。 其实行其所持之主义，百折而气不挫也肖，其根

本于道心道力，予天下后世以共见也肖。”他期望以此书“超度全国人心，以入于光明俊伟之域，乃所

以援拯数千年国派（脉———引者）”。④

正是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爱，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体似乎也变得含情脉

脉，甚至不那么违背历史潮流了。 当然，主要是出于为应对革命派的共和主张，梁氏于 １９０５ 年提出了

他颇具特色的“开明专制论”。 这样，他就由原来激烈地反对专制政体，转为主张实行“开明专制”的
国家模式。 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说的，他的思想随感情而波动，常常“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而
实际上，梁的转变，并不仅仅是感情在起作用，而是有其严密的学理逻辑支撑的。 根据他的理论，其
一，对于“专制”，他解释了三种现象，第一种现象，专制非必“限于一人而已。 或一人，或二人以上，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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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１９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４ 集，第 ５７１—６２８ 页。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载，１９０２ 年，针对梁启超的激进态度，康有为“当时写两封很长的信专讨论革命自立问题，一
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
立书》”。 康的思想对梁启超思想的转变显然产生了影响。 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 １９０２ 年康劝梁
到 １９０４ 年转变的情形道：“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
函札数万言。 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韲，持论稍变矣。”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８９、１９６ 页。 梁氏与其师康有为书信也透露了他流亡日本后至 １９０２ 年的思想
激进之点滴，如 １８９９ 年他在上康有为书中表示，“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并
以“今上贤明，举国共悉”之由谓“将来革命成功之日”，设想将光绪“举为总统”；１９０２ 年在上康有为书中又说，“中
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分见梁启超：《上康有为书》（１８９９ 年夏秋间）、《上康有为书》（１９０２ 年 ５ 月），见汤志钧、
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１９ 集，第１７８、１９９ 页。 梁启超思想的转变，与他１９０３ 年赴美有半年的游历考察实践也有
关联，通过赴美考察游历，使他认识到中国与美国国情的差距，转而在政治和思想上持更为温和的态度。
郑所南原名郑思肖，是南宋末年诗人、画家，福建人，南宋灭亡后，郑学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品格，不臣服蒙元政权，
其所完成的集诗、文、自述而汇编为《心史》，以宋末“德祐”年号为宗。 其文字饱含血泪，讴歌南宋爱国志士，痛斥
奸臣佞徒，抨击元军的暴行，表达了其忠贞不贰的品格。 其《心史》完成后，郑氏自知在当时环境下无法印行，晚
年将其重缄用铁匣封好，藏于苏州承天寺眢井中。 此书在枯井中沉埋 ３５０ 余年后，在明末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被发
现，成为一部奇书。 在民族危机之际，其所承载的忠贞不屈的民族精神和体现的民族血脉，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梁氏之序，其意即在此。
梁启超：《重印郑所南〈心史〉序》（１９０５ 年），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５ 集，第 ２９３—２９４ 页。



立于制者之地位，而超然不为被制者，皆谓之专制”。 第二种现象为，专制还是“能以自然人之资格，
超然立于被制地位以外者”，非专制还包括“不能以自然人之资格，超然立于被制地位以外者”。 第三

种现象为，“一国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于被制者之外，而专断以规定国家机关之行动者也”，
“其由专断以得此者，谓之专制”。 其二，他把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分“非专制的国家”和“专制国家”两
类。 他把非专制的国家又分为三种：一是“君主贵族人民合体的非专制国家”，二是“君主人民合体的

非专制国家”，三是“人民的非专制国家”；他把专制的国家也分为三种：一是“君主的专制国家”，二是

“贵族的专制国家”，三是“民主的专制国家”。 其三，他把专制与非专制还划分为“完全之专制”“不
完全之专制”，而“今日之中国，可谓之不完全之专制”。 对于这种“不完全之专制”，他认为是“非专

制”。 与这种“不完全之专制”相对应的，还有“不完全之非专制”。 他认为，无论是“不完全之专制”，
还是“不完全之非专制”，都是无制。 因此，他认为“革命”中“今日中国之国民，乃欲求得不完全之非

专制”，而“不完全之非专制”与“不完全之专制”两者，实际上“相去几何”，没有优劣之分，其潜台词

是说明没有革命的必要。 其四，他进一步把国家制度分为“良”的“开明制”和“不良”的“野蛮制”，认
为既有野蛮的专制，也有野蛮的非专制；既有开明的专制，也有开明的非专制；既有纯粹的开明专制，
也有变相的开明专制。 他认为，国家制度的根本，在于能否对内调和竞争、对外促进竞争，二者相因为

用，一以贯之，为立制之精神，国家体制能遵此精神者为良，反此精神者为不良，此与专制国与非专制

国无关。 而在专制国家，“其立制者，以自然人的一己之利益为标准，则其制必不良；以法人的国家之

利益为标准，则其制必良”。 他解释说，因为一个自然人的利益范围，无论如何总不能与国家利益范

围相吻合，若其全部分不相合，则其利益全部分与国家利益相矛盾；若其一部分不相合，则其利害亦一

部分与国家相矛盾。 这样，必有其一部分或全部利益不利于国家。 因此，梁氏认为：“凡专制者，以能

专制之主体（指专制者个人———引者）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指国家及人

民———引者）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在他看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是代表野蛮专

制精神者，普鲁士国王腓力特列“国王者，国家公仆之首长也”是代表开明专制精神者。 梁氏认为，国
家重要的是野蛮与开明的区别，至于专制与非专制，“固可勿问”，反不是根本问题了。 而以专制的客

体利益为标准的开明专制，又包括“偏重国家之利益者”和“偏重人民之利益者”两类。 在中国的历史

上，“儒、墨皆以人民之利益为标准，法家则以国家之利益为标准”。 在西方历史上，古代西方希腊雅

典哲人亚里士多德排斥专制，但“亦主张开明专制”；近代英国“契约论”思想家霍布士是“开明专制”
论的代表人物，德国的“开明专制主义者”是倭儿弗。 倭氏同时代的洛克主张自由主义之论，此后的

国家政治学说受自由者影响。 梁氏把洛氏以后的“开明专制论”称为“变相的开明专制论”，把倭氏及

其之前的称为“纯粹的开明专制论”。 他认为，“变相的开明专制论”于此时“方日起而未有艾也”。①

其五，梁氏分析了适用“开明专制”的特定国情与时间。 就国情来说，他认为适用“开明专制”者一为

“国家初成立时”，二为“贵族横恣，阶级轧轹”即国家纷乱分裂时，三为“国家久经不完全的专制时”，
四是“国家久经野蛮专制时”，五是“国家新经破坏后”；就“开明专制”实现的时代之长短情况来说，
除三类特殊情况“民智幼稚之国”“幅员太大之国”“种族繁多之国”皆“宜久用开明专制”外，则普通

国家，则必经过开明专制时代而使社会上一阶梯，“而此时代，不必太长，且不能太长”。 而经过此“开
明专制”时代后，“即进于立宪，此国家进步之顺序也”。 但若经过立宪之后，而复退于野蛮专制，“则
必生革命。 革命之后，再经一度开明专制，乃进于立宪”。 因此，在梁氏看来，“开明专制者，实立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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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１９０５ 年），见《饮冰室合集》第 ２ 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七”，第 １７—２０、２２—２４、２６—３０ 页。
其时，日本在亚洲崛起，在梁氏看来无疑是最生动的例子；而欧洲的德国由于俾斯麦的强国政策的深刻影响也正
积极实施扩张，容易被认为是“开明专制”成功的例子；而俄国也属于实行“开明专制”政策的欧亚大国。 这些属
于“开明专制”类型的强国，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谋求世界霸权，尤其是梁氏目睹新起的日本，其治理模式似大有
“方日起而未有艾”之概。 梁氏有此感是自然的。



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 他认为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日本均先后经历过开明专制阶段。 仅美国

未经历此一阶段，但是承受了英民的民性，即有其基因传承，当属例外。 其六，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
梁氏认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 其依据和理由为，一是“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
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今日既为“君主专制国”，要“易以共和立宪制，则必先以革命”。 但是，梁氏看

来，“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 根据德国政治理论家波仑哈克的解释，国家运行依赖国家

内部各势力、利害间相互制约的“权衡”，那种“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

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各人主义以各营其私，其在此等之国，破此权衡也最易。 既破之后，而欲人民以

自力调和平复之，必不可得之数也。 其究极也，社会险象，层见叠出，民无宁岁，终不得不举其政治上

之自由，更委诸一人之手，而自帖耳复为其奴隶。 此则民主专制政体之所由生也”。 就是说，君主专

制政体下的国民革命后，不但未能享得共和之福，反而会导致革命复革命、内乱复内乱、专制复专制的

恶性循环，后果极其险恶。 与这种结果相比，在梁氏看来，如能实行“纯良之开明专制，宁非中国之

福？”二是“中国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宪制”，梁氏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方面“人民程度未及格”，
另一方面“施政机关未整备”。 因此，其结论为只能实行“开明专制”。 总起来看，梁氏之所以转向“开
明专制”，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一方面是担心和恐惧革命局面下不但不能取得共和的成功，反而出现

循环内乱的后果，进而导致“民主共和”招牌下的专制；另一方面认为人民未经训练和养成、各项客观

条件尚不具备，不仅革命后导致恶果，即使写在纸上的君主立宪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尽管梁氏反对革

命也反对立即实行君主立宪，但就他的根本思想，还是认为“专制的国家”要“劣于非专制的国家”。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专制者“立于制者之地位，而超然不为被制者，则其人必能任意自伸其权力于无

限。 制者之权力，既能任意伸之于无限，则被制者之地位，随而不能得确实之保障”。 就此看来，“开
明专制说”是梁氏走向宪制和民主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似乎在他看来，“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

年不能致也”。①

可以看到，梁氏的“开明专制论”，是他激烈的反专制思想发生的一个标志性的转向，这个转向就

是由原来猛烈地抨击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体，到转而赞成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 梁常以今日之我

否定昨日之我。 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把他的“开明专制论”视为他在理论上的贡献，视为他对

民主与专制理论二分法的突破与创新，似乎偏离了梁氏这一理论的实际。 梁的“开明专制论”，并非

是在原有“专制”与“民主”理论上，自觉地进行另外一种理论探讨，而是“否定了昨日之我”，把原来

他所揭示出来的秦以降曾经存在的专制政体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是与原来的理论具有矛盾

性和对立性的。 这种认识，是他有意从概念的逻辑上一层一层推演出来的。 他所以如此，是为了在现

实中对抗革命党要推翻“专制的满清政府”，一系跟随其师而不愿意通过革命实行共和制，二系困于

革命有遭致内乱和为外患所乘的危机，而费尽思虑层层论证，意在一方面维护清政府的存在，另一方

面期盼清政府实行“开明专制”，容纳各方人才，进而复兴民族和国家。 尽管他在逻辑上层层推导，而
其理论前后的内在张力却是难以避免的。 就梁氏而言，“开明专制论”只是一种现实面前所需要的权

宜性理论，其思想深处所称许的，还是与专制对立的宪制政体。② 从某种意义上说，“开明专制论”是
康梁一派在与革命派的“革命主张”和清廷新政所标示的“君主立宪”之路的两面博弈中，为处在“他
者”的夹击中不得不别出新裁而提出的一种应对策略。 因此，这种看似在为清廷出牌的“开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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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有为：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覆

①
②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１９０５ 年），见《饮冰室合集》第 ２ 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七”，第 １９、３７—３９、４９—８３ 页。
如后来梁氏自己所说：“吾所论我国民对于现政府所当行者，本有两大方针：一曰劝告，二曰要求。 其言具在本报
第四号，可覆按也。 所劝告者在开明专制，而所要求者在立宪……则君主立宪制，非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后不能实
行。”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 （１９０６ 年 ５ 月），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５
集，第 ５４７ 页。 可知，提出“开明专制论”，是意在“劝”清廷不要实行专制而实行“开明专制”，而非真心主动“要
求”的目标。 “开明专制”只是梁氏于现实下的权宜之策，其目标还是君主立宪政治。



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似可以看作是康梁一派在困境和尴尬中自树旗帜的一种标识。 对梁氏所

称“劝”的这种苦心，清廷出于戊戌旧恨当然不会领情，也不会真正成为他们的治国之策。 因此，这一

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一种空洞的纯粹的“理论”。①

三、反专制体制是其思想主线

如果根据梁启超自己所言，其提出“开明专制论”是用来“劝”清廷的，就此一思维逻辑来分析，其
所以“劝”朝廷“开明专制”，显然在梁的心目中，还是不“开明”的“专制”。 也就是说，梁氏在潜意识

上和思维的逻辑起点上，都是把清廷作为“专制”体制来立言的。 因此，他的理论无怪乎革命派认为

他“自相矛盾”，而在他表明的自相矛盾中，其内心的理论深处，还是把专制和民主两对概念划分开来

的。 他在 １９０５ 年所撰写的文章中，仍将中国的历史用专制理论来分析，如他分析不能革命的原因时

仍是按以前分析的调子说：“在历史上久困君主专制之国，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

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并拿“我国三千年间之历史”来作论证的根据。②

梁启超同年在随后的《现政府与革命党》中论及清廷以杀革命党为能事的行为，如指出“政府全

不自省，而惟以淫杀为事，甚且借此为贡媚宦达之捷径。 舞文罗织，作瓜蔓钞，捉影捕风，缇骑四出，又
极之于其所往”等等，③此类任意罗织罪名、滥捕滥杀之行事，以当时流行政治常识分析，则仍是专制

体制下之行为。
梁氏 １９０５ 年在讨论俄罗斯专制引起俄罗斯大革命问题时，对比清廷还是冠之“专制”，只不过与

强俄相比是个实力孱弱的专制，如他说“我国虽号称专制，而此痿痹之政府，其专制之根础，脆弱殊

甚”。④ 梁氏这里借用“号称”这种常识性语言，无疑表明他仍然把清廷视为“专制”的政体。
显然，梁氏很快放弃了他所提倡的“开明专制论”，重新使用起“反专制”话语，回到反专制的立

场。 １９０７ 年，他参与了政闻社的创办。 在其所完成的《政治与人民》和《政闻社宣言书》中，以“实行

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等相号召，在思想上，仍坚持对专制

政体的批判与否定立场。 如他指出：“专制国家之所以得存在，皆由人民未厌专制政治，常消极默认

以为之后援，苟其厌之，一变其消极默认之态度为积极的反抗，一变其后援之势力而为前敌，则此雷霆

万钧之力，无论若何骄悍险诈之政府而卒莫能御。 故通观各国前事，当人民之求国会以改良其政治

也，其前此专政治上之权者，未尝不出死力以思压其流，而最后之胜利终不属彼而属我者。”⑤明确显

示了他与专制敌我不两立的态度。 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一文中，进一步用“反专制”话语详细阐释了

他的思想。 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责任政府，“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 而“久惯

专制之君主，骤闻此义，辄皇然谓将大不利于己，呻吟焉而忍不能与，必待人民汹汹要挟，不应之则皇

位且不能保，夫然后乃肯降心相就”。 在这一转变中，国民所造成的政治势力是关键。 “遍翻各国历

史，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未闻有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终不能成立者；
斯其枢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 他指出：“吾以为虽专制之国，其政府亦从民意以为政也……苟其

国民，对于专制政治，有一部分焉为反对之意思表示者，则专制之基必动摇；有大多数焉为反对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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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当然，就“开明专制论”思想的价值看，在近代中国有其应有的历史价值，民初梁氏在现实实践中，仍时而闪现这
一思想的痕迹。 而且，关于梁氏提出“开明专制论”对此后之历史的影响亦不可忽视。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１９０６ 年 ３ 月 ９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５ 集，第 ４００ 页。
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１９０７ 年 ２ 月），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６ 集，第 ２２５ 页。
梁启超：《俄罗斯革命之影响》（１９０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２ 月 ４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５ 集，第 １９、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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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者，则专制之迹必永绝……前此我中国国民，于专制政体之外，曾不知复有他种政体，则其反对之

之意思无自而生，不足为异也。 比年以来……稍有世界知识者，宜无不知专制政体不适于今日国家之

生存。”他强调说：“国民诚能表示其反对专制之意思，而且必欲贯彻之，则专制政府前此所恃默认之

后援，既已失据，于此而犹欲宝其敝帚以抗此新潮，其道无由……吾党同人，诚有反对专制政体之意

思，而必欲为正式的表示。”他表示：“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

立而已。 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①

在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后，政局虽有所变，但载沣摄政后仍欲巩固清皇室的权力，与梁氏

的思想追求显然不合。 梁氏清楚地认识到清廷不改革、抗拒民意所造成的巨大政治危机，阐释专制无

力抗拒民意的普遍规律。 他说：“今五大部洲中，无复能有一国焉率专制之旧，而自立于天地者……
今者立宪之一语，亦既人口诵而家耳熟，而朝野上下，亦且谓八年以往，吾国之方英、美，驾德、日，可操

券而待矣。 虽然，吾尝闻诸法儒孟德斯鸠曰：凡一国之立，必有所恃，专制政体之国恃威力，少数政体

之国恃名誉，而立宪政体所恃以立国者，则道德也。”但清廷在人民压力下进行的预备立宪变形多走

样，败坏了道德风气，“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而断之以国之将亡，本必先颠。 今也一国之风气，以视

令升所痛哭者何如？ 若是将陆沉之不暇，而安用此虎皮蒙马之宪政为也？”②梁氏不仅提出专制在当

今时代世界无存在之可能与必要这一问题，还揭示了清廷不顾国家将亡之危机借假立宪行真专制的

倒行逆施为不智之举。
而此际，日本对朝鲜的吞并，更加剧了梁启超对中国生存危机的担忧。 在他看来，专制政体往往

为外力所乘导致国家沦亡，要保国必须废专制而行宪制。 他分析说：“今世立宪国，君主无政治上之

责任，不能为恶，故其贤与不肖，与一国之政治无甚关系，惟专制国则异是。 国家命运，全系于宫廷，往
往以君主一人一家之事，而牵一发以动全身，致全国亿兆，悉蒙痈毒，征诸我国史乘，其覆辙若一邱之

貉，而朝鲜则其最近殷鉴之显著者也。”③朝鲜被日本吞并而亡国，原因多种，而在梁氏的解读中，则是

其专制政体这一根本原因，表明了他鲜明的反专制思想。
他对于宣统短暂时代风雨飘摇的国内外局势多有分析，而在分析政党状况时，他又明确指出专制

政体与现代政党的对立，指出：“今中国之国民，实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此政党之所以难成，立其

原因一也。”④他在解释国人对立宪之制的误解时，根据近代的政治学理论，对专制又做了理论上的分

析，指出：“专制国之君权，无限制者也。 立宪国之君权，有限制者也。 立宪之与专制，所争只此一点，
而我国人士所最苦于索解者，亦即在此一点。 盖我国数千年来之视君权应无限制，几若天经地义。 故

一闻限制君权之说即疑与侵犯君权同义，此最不可不辩也。”⑤这里，梁氏又把中国数千年君主制度，
视为专制体制。

民国成立后，梁氏很快从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转为共和立宪制的拥护者，人们往往看到他“善
变”的一面为其因，而从其思想深处看其不变的“反专制”思想才是更根本之因。 与专制对立的，不仅

是君主立宪，更是民主共和。 何况梁氏有一个短暂时期的思想是倾向共和宪制的。 民国既然已经实

行了共和民主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想做而无勇气做的。 既然新的民国已立，梁氏转向共和制也

就水到渠成。 他明确指出：“今我国民流至贵之血以求共和，凡以除专制也。”对于此新成立的民国，
梁氏深感需要改变以往革命时代的“破坏”观念，实行“保育政策”，其中之一即进行新思想和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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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政闻社宣言书》（１９０７ 年 １０ 月 ７ 日），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 ５３９—５４１ 页。
梁启超：《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１９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７ 集，第 ８８、９０ 页。
梁启超：《朝鲜灭亡之原因（参观本号“著译”门：《日本并吞朝鲜记》）》（１９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
《梁启超全集》第 ７ 集，第 ４７７ 页。
梁启超：《将来百论》（１９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６ 月 ２６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８ 集，第 １６８—１６９ 页。
梁启超：《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１９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８ 集，第 １７０—１７１ 页。



的建设。 他指出，“我国积数千年之惰力性以有今日，虽微今次革命，已不得不务行保育政策以求起

衰矣。 革命以后，抑更甚焉。 今次革命，由表面观之，则政治革命、种族革命而已；若深探其微，则思想

革命实其原动力也。 盖数千年公共之信条，将次第破弃，而数千年社会组织之基础，将翻根柢而动摇。
夫僵腐之信条，与夫不适时势之社会组织，苟长此因而不革，则如淤血积于心脏，徒滋病源，革之诚是

也。 然嬗代之时间太促，发动之力太剧，则全社会之秩序破，非亟有道以维系之，而社会且将自灭……
革命时代国中分子，正与釜中沸水同一情状者也。 又如脱辔之马，折柁之舟，非衔勒而维系之，则匪直

不能利用而反滋害。 法国革命之惨酷，皆坐是也；而最后之结局，乃至复返于专制，亦坐是也”。① 梁

氏担心民国成立后由于思想激荡、社会秩序不立，国家陷于再度动乱之中，而后果如法国那样“复返

于专制”的状态。 结合民国成立后政局的反反复复，应该说梁氏的担心和思考是不无价值的。
随着民国政局的发展，梁氏对民初政情民情与专制政权关系的认识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显示了

他在积极参与政治的同时，其思想家可贵的理性一面。 他指出：“凡一国之政象，则皆其国民思想品

格之反影而已，在专制政体之下且有然，在自由政体之下则尤甚。 在专制政体之下，其消极的反影可

见也；在自由政体之下，其积极的反影可见也……在专制之下，言论行动皆受若干之制限束缚，其思想

品格不能尽情暴露也……亦既以自由为政，则如掇去磐石以使勾者毕出，萌者尽达……国民之所长所

短，乃尽揭以与天下共见矣。 吾国废帝制布民政亦既一年，夫固反乎数千年之旧而有此一年也，而数

千年来国民性习所酝酿蓄积者，亦于此一年中尽发挥而无所廋。”而“其恶影响所及，不仅在政治而

已。 而一年来混沌之政象，实由此等思想所酝酿孕育，故每下愈况，迁流而不知所届”。 对于此中社

会“恶影响”，梁氏并不赞成那种“愤世之士，至有讴歌专制政治，而日尸祝克林威尔，拿破仑之出世

者”，鲜明地指出：“夫岂专制政治之果可羡，毋亦谓苟有此物，尚足以稍裁制国民恶德之一部分，使不

能尽情自恣而播于众，以为天下笑也。”②此处虽谈的主题是国民性习问题，而其中所反映的反对专制

的思想则是明显的。
梁氏归国后，为培植政党政治，他提倡“政治上之对抗力”，以为破解中国历史上长期专制的习惯

力，其中仍反复阐释了他反对专制和预防专制的思想。 他指出，“非独君主国有专制也，即共和国亦

有之”。 可见，他既与袁世凯在政治上有相互联合以对抗国民党人之举，亦有防备实力强人袁世凯专

制之意。 他强调专制的致命后果是“国非专制，则断不至酿成革命，人民稍有政治上之对抗力，则政

象断不至流于专制，其间因果关系之迹，既历历易见矣”。 他认为，“使能于革命前革命中酝酿成一种

强健正当之对抗力而保持之，则缘革命之结果，而专制可以永绝，而第二次革命，可以永不发生”。 他

分析革命后复发生专制的问题说：“畴昔厌苦专制之人，一旦为革命之成功者，则还袭其专制之迹以

自恣，如弱媳见凌于恶姑，及其生儿娶妇，则还以己身二十年前所受之痛苦加诸其媳也。 而多数被治

之民，前此憔悴于旧朝专制之下而莫敢喘息者，易人以专制之，而莫敢喘息如故，如久隶奴籍之人贩鬻

他主，而安之若素也。 若此者，无论革命后仍为君主国体，或变为民主国体，而于政象之革新，国运之

进化，丝毫无与焉。 其仍为君主国体者，则易姓之君主专制也，其变为民主国体者，则或少数之枭雄专

制，或多数之暴民专制也。 其易姓之君主专制，则中国二千余年之史迹是也。 其少数之枭雄专制，则
克伦威尔之在英……其多数之暴民专制，则法兰西大革命后十年间是也。”整体看来，专制没有好结

果，“专制继起之结果，必为革命”。③

在民国初年翻云覆雨的吊诡政局中，梁启超在那个时代反对专制是真诚的，甚至是无畏的。 当袁

·２２１·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１９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１９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８ 集，
第 ４２２—４２３ 页。
梁启超：《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１９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８ 集，第
５５８—５５９ 页。
梁启超：《政治上之对抗力》（１９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８ 集，第 ４９９—５００、５０２ 页。



世凯 １９１５ 年筹划和称帝之际，梁启超不顾个人安危，先是在“筹安会”出台后即发表《异哉所谓国体

问题者》，①后当袁氏称帝时即与其弟子蔡锷将军秘密离京发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 正

是由梁启超等所策划、发起和引发的护国战争，及随之而起的全国性反袁称帝运动，迫使袁世凯于

１９１６ 年 ３ 月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 梁于该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所著《国民浅训》（１９１６ 年）的序中，叙及反

对袁世凯称帝的缘由道：民国成立后，“国家组织，面目一新，不料袁世凯用权术骗得大总统一席，重
复专制起来。 将新组织一概推翻，事事恢复前清之旧，腐败残虐，转加十倍。 不到四年，索性公然自称

皇帝。 幸而全国人都怀义愤，费尽无数力量，誓将彼驱除，依旧还我今日之共和国体”。② 梁氏反对专

制、拥护共和的立场是明确坚定的。 而根据梁启超后所叙及的最初策划反袁之经历，即“当筹安会发

生之次日，蔡君（蔡锷———引者）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 ‘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

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君韪其

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蔡君临行时托病，谓须往日本疗养，夜间自余

家易装以行，戴君则迳往香港。 余于两君行后，亦潜赴上海。 余到上海，实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
两君亦以十九日到云南”等等，③更见梁氏反对专制的镇定、智慧和勇敢。 而蔡锷于 １９１６ 年 ９ 月在给

《盾鼻集》所作的序中，把梁、蔡师徒为反对袁氏复辟帝制恢复专制最初筹划时以身殉国的精神，表露

得更为细致真切，他道：“帝制议兴，九宇晦盲。 吾师新会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

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 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 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

动天下也。 西南一役……先生与锷不幸，乃躬与其事。 当去岁秋冬之交，帝焰炙手可热，锷在京师，间
数日辄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咨受大计。 及部署略定，先后南下。 濒行，相与约曰：‘事之不济，吾侪

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④由此可知，梁氏不仅躬身其事，而且是蔡锷发动

护国战争的精神导师；而其“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和“若其济也，吾侪引退”的约定，更显示了其师徒

在国家危难之际勇于献身的忠诚无畏和事成后的淡泊高洁之心。 这出自蔡锷将军之口的铿锵之言，
可以穿透时空而长存于世，也生动显示了梁氏在反对袁氏专制称帝中所承担的不可或缺的重大历史

性角色。
民国政局尽管变幻不定，梁氏却仍不改其反对专制体制的初衷。 继反对袁世凯帝制专制自为之

逆行而发动护国战争后，１９１７ 年梁启超又参与了反对张勋挟持溥仪复辟逊清之举。 梁氏在以其个人

名义所发《反对复辟电》中，指出今之复辟乃“桓玄、朱温时代之专制而已。 夫专制结果必产革命，桓
玄、朱温，宁有令终？ 所难堪者，则国家之元气与人民之微命也”。⑤ 他所拟《代段祺瑞讨张勋复辟通

电》中也指出：“今张勋等以个人权位欲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韪以倡此逆谋。 若曰为国家耶？ 夫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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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 ６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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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盾鼻集·国体战争躬历谈·（二）云贵首义》（１９１５—１９１６ 年），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９
集，第 ４２２—４２３ 页。
梁启超：《盾鼻集·序》（１９１５—１９１６ 年），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９ 集，第 ３０５ 页。
梁启超：《反对复辟电》（１９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 ７１６ 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他的老师康有为却参加了他所反对的张勋复辟逊清的闹剧之中。



君主专制之政，而尚能生存于今日之世者。”①他鲜明地表达了反对复辟专制帝制和对新生民主共和

制的拥戴。 他在 １９２０ 年撰写的《军阀私斗与国民自卫》一文中，对于军阀专制暴政对国家和人民的

摧残极为愤慨，主张国民起而自卫，他尖锐地指出：“凡有权力者恒喜滥用，权力者非徒兵权武力而

已，法律上政治上之诸权力，苟无最后最高之制裁，其势非至于滥用焉而不止也。 托诸总统，则总统滥

用；托诸内阁，则内阁滥用；托诸国会，则国会滥用；托诸地方官吏地方议会，则地方官吏地方议会滥

用。 其滥用之方式，亦与军人同……数年以来，军人政客所造恶业，在在予吾民以直接深刻之教训，国
家利害与吾私人身家之利害，有胶结不可离之关系。”故他鼓励人们捍卫自己的利益：“自卫犹待人劝

耶？ 自卫者凡百动物之本能，吾民虽极愚，亦何至不知自卫，虽极弱，亦何至不思自卫。”②整体看来，
梁启超 １９１７ 年离开政界，以后逐渐专注学术和教育，但他于 １９２０ 年撰文对军阀专横的反对态度，仍
是其前反专制思想的反映。 不过，以后他虽然也关心时局，而主要兴趣和文字确是转向学术思想的研

究和高等教育领域方面了。 至此，可以说我们考察了梁氏一生反对专制思想发展和演变的大致轨迹。

四、关于梁氏反专制问题的讨论

从梁启超的反专制思想内容看，他主要把专制作为一种制度和体制进行反对。 他的反专制体制

的思想是系统的。 在这个系统里，既有源自中国传统的思想原料，又有来自所吸收西学的新理、新知，
既有理论的分析，又有历史的透视，既有激烈犀利的思想锋芒，又有理性睿智的思想深度，还有其思想

与感情跟随时代波涛起伏前行而留下的清晰的脉动，这在中国近代的反专制思想发展乃至中国近代

政治思想史上，都是极具有鲜明个性和时代特色的思想探索。 梁氏在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波

浪中，大体上看，比较清晰而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时代的国家体制症结、改革的主攻方向、国家与社会及

国民的关系等，酝酿着如何突破近代中国面临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变交汇变革的瓶颈口，其间虽有困

惑、彷徨和矛盾，但却能与时俱进，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其思想无疑是

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值得认真总结和深思。 归纳全文，结合梁氏的反专制体制思想所呈现的“关节

处”、思想特征及其影响，我们拟再做如下分析与申论。
其一，在梁氏看来，秦汉以来中国的历史都是“专制”的历史，这种专制的历史积累是造成“今天”

之中国衰败不振的根源。 因此，中国要振兴，要成为强盛国家，就必须反对和改变专制体制，实行民主

宪制体制。 根据他的研究和思考，中国专制政治的特点和弊端是明显的和根本性的，主要表现为：一
是专制与其他国家相比，专制体制“成立最早，而其运独长”，经历了自秦汉以至于明清的长期发展，
而且其趋势是越来越专制；二是政治上由于郡县、土地和人民均“直隶于中央政府，而专制之实乃克

举”；③三是君权太重，不受任何监督限制，天下为私，“后世暴君民贼，私天下为一己之产业。 因奴隶

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于奴隶”。 “吾中国自秦汉以来，数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隶视其民，民之自

居奴隶”；④四是贵族专政、女主擅权、嫡庶争位、统绝拥立、宗藩移国、权臣篡弑、军人跋扈、外戚横恣、
佥壬朘削、宦寺盗柄等非常现象频频出现；⑤五是政权更替以武力、暴力为基础而循环往复，“一家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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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梁启超：《代段祺瑞讨张勋复辟通电》（１９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９ 集，第 ５５１ 页。
梁启超：《军阀私斗与国民自卫》（１９２０ 年），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１０ 集，第 ３０８—３０９ 页。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１９０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至 １９０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
第 ３ 集，第 ４２７—４３３ 页。
梁启超：《爱国论》（１８９９ 年），见《饮冰室合集》第 １ 册“饮冰室文集之三”，第 ７０、７１ 页。
梁启超：《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１９０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４ 集，
第 ６３ 页。



势，他家代之，以暴易暴，无有已时”；六是上下隔离对立，“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①七是宰制思

想文化、实行愚民政策，“民贼自私，愚其黔首，遂使聪明锢蔽”，②“在专制之下，言论行动皆受若干之

制限束缚，其思想品格不能尽情暴露也”。③ 专制体制的上述弊端，必然扼杀了民族和社会发展的生

机。 梁氏的这些批判和剖析，是系统的、全面的，也是非常尖锐犀利的。 他是从变革与改革旧制度的

时代需要认识中国传统体制的痼疾和弊端的。
其二，他对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持激烈的批判立场，抨击中国专制历史的种种黑幕，④顺应了近代

社会变革与国家制度变革的时代要求，对推动近代政治由传统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转型和社会现代

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氏在批判中国历史上专制体制持激烈的态度，甚至把中国整个历史的发

展都纳入到专制的范畴中考察，有时而不限于“秦以下”，只是把秦郡县制的形成作为“专制之实乃克

举”的标志，⑤其之前阶段的历史仍是专制进化史发展中一个“先在性”的阶梯。 根据他的这一理论

框架，如果把秦汉以前的历史也纳入到专制历史的框架，这就必然动摇生活于春秋时期的孔子的地

位，事实亦然，梁氏也确实提出了“保教非所以尊孔”的理论，他声明“吾爱孔子”，更宣布“吾尤爱真

理”。⑥ 他的思想，走在那个时代“批判”与“质疑”的前沿。 他的这些批判专制体制的思想，甚至比之

革命派的言论更尖锐、更猛烈，也更深刻，因而能唤起舆论极大同情。 他虽非革命派，但他的思想确超

越了政治上的界限，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为什么他能形成那么大的影响力？ 因为反专制是清末民初

政治转型中的政治聚焦点。 近代以来，在西力、西学东来情势下，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

革，而清廷却力图固守原有的统治及其秩序，以维护其集团的统治利益，抵制改革，不愿开放政治。 但

近代中国只有进行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广开言论，开放人民参与政治的渠道，才能最大可能地调动全

国人民进行改革和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导性，以此形成举国之力，才有可能摆脱近代以来政治上颓败、
外交上屈辱的困局。 然而，清廷拒绝改革，积重难返，导致国内和国际上的危机更加严重。 甲午海战

失败后，１９００ 年的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事变、１９０４—１９０５ 年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
１９１０ 年日本吞并朝鲜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充分暴露了清廷的腐败和无能，这样的结局表

明，如果清廷按既有制度继续维持下去，只有亡国灭种之绝途。 因此，历史发展的客观情势迫切要求

清廷改变以往的专制统治方式，实现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制度、新体制。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要求之

下，以戊戌变法闻名国内外的梁氏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明确举起“反专制”的旗帜，登高振臂一呼，
形成了在客观上配合革命派反对清朝、加速清朝灭亡的巨大思想力量。 在民国成立后，他反对专制的

思想锋芒虽然较前有所逊色，但其在反对袁世凯等专制复辟关键时刻，仍具有极大的战斗力和影响

力，为反专制和反复辟、近代政治由传统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转型，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其三，梁氏在激烈甚至不无偏颇地批判中国历代君主专制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的历史文

化，而是在其猛烈批判的同时，越来越注意发掘中国历史文化中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文化资源，
以转化为新时代发展和建设中的必要元素。 梁氏在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同时，提出培养“新民”的
主张，并越来越致力于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研究和实践。 他研究中国的历史，发掘中国历史上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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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１８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２
集，第 ２０６、２０９ 页。
梁启超：《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１８９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１ 集，第 ２８８ 页。
梁启超：《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１９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８ 集，第
５５８ 页。
梁启超：《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１９０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４ 集，
第 ６７ 页。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１９０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至 １９０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
第 ３ 集，第 ４３０ 页。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１９０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２ 集，第 ６８４ 页。



律思想，发掘中国历史的海外“殖民伟人”，甚至发掘中国历史上的“武士道”精神，发掘颇能在民族危

亡之际极具鼓舞和震撼力的郑所南《心史》所蕴含的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力量，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中

发掘出了“开明专制论”，均可见其一片苦心。 应该说，“开明专制论”是他反专制思想发展中的一个

插曲，虽与他的思想主流有那么一些不协调，却并未削减其主流思想的光华与流彩，甚至因其插曲的

出现而显得其思想更为真实与珍贵。 同时，他长期对革命后有可能发生新的专制现象有着高度的警

惕和担忧，在清末，他主张君主立宪而非难革命的重要理由就是担忧和警惧革命后往往产生新的专

制；民国成立后，他致力于推进共和民主政治建设，防止专制政治卷土重来，但当掌握实权的袁世凯、
张勋及其后的军阀推行专制实践时，他又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发声，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与专制势

力进行斗争。 从他的思想和行为看，无疑俱蕴含了他深藏内心的传统士人所具有的担当、情怀、率性

与良知。 而随着他阅历的丰富与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注意发掘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并将之作

为救济时弊的有效元素，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做了有益的开拓。
其四，关于梁氏的“开明专制论”的提出及其与反专制的关系问题，尚需要进一步讨论。 通过以

上的研究，可以看到，梁氏提出这一理论的时间段主要是 １９０５ 年，文字也主要体现在他的《开明专制

论》及当时为此进行解释的少数文章中，其后他极少再提到关于“开明专制论”的理论。 这就说明，学
界所聚焦的梁氏的“开明专制论”，绝不是他思想的主流，甚至也不是他的支流，只是他在现实斗争中

提出的权宜之计。 尽管如此，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理论还是有其价值的，他在政治理论上

提出了野蛮与文明的分类方法，提出“开明专制”非专制，其理固然不无牵强之嫌，但也不无思想价值

和务实意义，尤其是在实行赤裸裸专制政治的环境下，“开明专制”若果能推行于一定的过渡阶段，不
能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项。 因此，说“开明专制论”具有反专制的成分，在一定条件下是不无

其理的。
其五，就梁氏反专制思想的来源看，既有近代西方的政治学、法学理论与学理，又有中国传统的文

化资源。 为了中国的政治进化，他广泛吸收近代西方著名政治学者的思想理论，如西哲霍布斯的契约

论、①斯片挪莎的反君主专制论、②卢梭的平等思想和人民主权论、③孟德斯鸠反君主专制理论等

等；④当然他的很多西学知识，是通过阅读日本时贤著作而获得的，因此，“东洋”日本近代的有关思想

家的著作，也是他反专制思想的一个来源。⑤ 西学之外，中国古典文化和古代先贤思想也是他反专制

思想的一个来源。 他曾对中国整个历史文化进行过批判，同时他对中国历史又有满腔的热爱。 他自

豪地道：“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 我中华也。 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

谁乎？ 我中华也。 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 我中华也。 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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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梁启超：《霍布士（Ｈｏｂｂｅｓ）学案》（１９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１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２ 集，第 ３２８—
３３３ 页。 梁氏既吸收其有关理论，对其又有批判，如指出：“霍氏乃主张民贼之僻论，谓君主尽吸收各人之权利而
无所制裁，是恐虎之不噬人而傅之翼也。 惜哉！”
梁启超：《斯片挪莎（Ｂａｒｕｃｈ Ｓｐｉｎｏｚａ）学案》（１９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２ 集，第
３３４—３３５ 页。
梁启超：《卢梭（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学案》（１９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１２ 月 １、２１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
全集》第 ２ 集，第 ３３６—３４７ 页。 梁氏根据卢梭理论对比中国历史说：“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虽然，
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 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
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 果尔，则吾中国之政
体，行将为万国师矣。”
梁启超：《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１９０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４ 月 ８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３
集，第 １４８—１５７ 页。 关于孟氏之说，梁氏评述道：“孟氏以为，专制政体绝无法律之力行于其间，君主专尚武力以
慑其民，故此种之政，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而“专制国所谓太平，其中常隐
然含扰乱之种子”。 他认为，“孟氏论专制之弊，大略如是，可谓深切著明也矣”。
崔志海：《梁启超与日本———评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文字，世界莫能及。”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俱亡”相比，“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
迄今日，此后且将汇万流而济之，合一炉而冶之。 於戏，美哉我国！ 於戏，伟大哉我国民！”正是基于

这种自信，他在批判中国专制历史、吸收西学的同时，又认为“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
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① 因此他既大力发掘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思想，又无情驳

难和揭露在历史上的阴暗面和糟粕，为培养“新民”和“少年中国”，他用如椽大笔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未来像酿造蜂蜜的蜜蜂那样不停歇进行思想生命酝酿和创作。
其六，从梁氏反专制思想的发展历程看，以上三个时期间虽个别时间点有过波折，在反专制问题

上却绝非人们略带贬义地那样认为他“善变”，整体上看，他的反专制思想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是

一贯的、坚定的。 以往，人们往往把梁启超作为“开明专制论”者，因此，人们往往把主要关注点聚焦

在他的“开明专制论”上，那是对他思想主线的严重误读，是对他在那个时代耀眼思想的无视、遗忘和

遮蔽，严重地忽视了他长期坚持的以反专制体制为底色而所具有的搏动着那个时代潮流的极为丰富、
生动以至撩动深入人们心弦的文字、思想与情感。 从他参与领导戊戌变法起直至 １９２０ 年代退出政

坛，在晚清民初的第一轮社会大变革中，他号称“犀利”的文字不会是别的，主要应是他的反专制思

想。 近代中国的“专制”概念，固然不是梁氏最早提出的，如黄遵宪早在《日本国志》中就把“一人专制

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和“上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三者相并列作为政体之一

种进行分类；严复和康有为也都有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对梁的思想无疑

具有深刻影响。② 但是，与康、严等人相比，梁在反专制问题上并没有停止下来，更没有像严、康那样

倒退到分别不同程度地参与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张勋复辟的复活专制的逆行活动中，而是一再公开申

明其反对专制的思想主张，甚至不顾个人危险在言论和行动上为捍卫其主张而战，显示了他的深刻、
高远、勇敢和真挚。 就梁氏的反专制思想的整体看，无疑恰恰不是“善变”的，而是坚守的。

其七，梁氏反专制思想对五四时期的革新运动和“反封建专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梁

氏在近代的反专制思想，不仅在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近代中国的大思想

家，他的反专制思想，对于 ２０ 世纪初新一阶段的社会大变革所发生的深刻影响，即使是当事人梁启超

自己也是始料未及的，那就是他的反专制思想和理论对新一代的革新者、革命者和思想者的巨大影

响，在这里是必须特别指出的。 因为思想的推动，如江河之奔流方能“浪推浪”。 在这种“浪推浪”的
过程中，既有后来者推前行者的“浪推浪”，更有另一种先行者吸引和激助后来者意义上的“浪推浪”。
近代如果没有那样一个时代的思想高峰和思想力量，后浪也难以形成浩浩荡荡奔流的广阔无际和磅

礴“入海”的前景。 正如梁氏分析近代中国历史鼎革之因时所言“思想革命实其原动力也”，③梁氏自

己正是那个时代思想海洋的重要标志性旗帜之一。 可以说，在反对专制方面，梁启超对陈独秀、李大

钊、毛泽东、鲁迅和胡适等五四群体的影响是极其鲜明的。 五四群体的共同特征就是反专制，他们的

这些思想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思想重要来源之一就是梁启超。 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远在美国留

学的青年胡适在报纸上得知梁启超从日本回国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

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
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 去年武

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相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 使无梁氏之笔，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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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１９０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１９０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
全集》第 ３ 集，第 １５—１６、１０５ 页。
宋洪兵：《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对“专制”概念的理解与法家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第 １０２—
１１４ 页。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１９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１９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８ 集，
第 ４２３ 页。



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

当之。”①关于胡适所说的梁启超对辛亥革命之功超过孙、黄的看法是否合乎事实，姑且不论，但由此

可知胡氏确确实实是把本属“改良”的梁启超算到属于“革命”的队伍里去了。 实则，梁氏关于革命的

公开文字并不直接，他解释的“革”，以他之意，也只是“变革”，但他反对“专制”的文章却连篇累牍。
因此，如果说梁氏有功于革命，无疑是他反专制的思想对清朝统治发挥的摧毁作用。 而梁氏和孙中

山、黄兴等革命派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共同具有的反专制思想。 而比较起来，梁氏的反专制思想

理论，甚至比同时代的某些革命派人物更系统、更深刻，甚而也更有号召力，这也正是胡适所说的“其
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之所在。 胡适在日记里说梁氏革新思想对革命之功，而后来在他回忆自述里

则这样评价梁氏的影响，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

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 第一是他的

《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

个老大的病夫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② 在梁氏笔下，“新民说”的提出与中国长期专制政体

压抑下所形成的国民奴隶性格的改造话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梁氏反专制思想在致力国民性改

造和建设方面的体现。 毛泽东 １９３６ 年在与斯诺谈话时说，早年对梁发表在《新民丛报》的文章，特别

喜爱，总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③ 毛泽东还在其早年读梁氏《新民丛报》第四号时添加了

批语说：“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不以正式而成立

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 前者，如现今英日诸国；后者，如中

国数千年盗窃得国之列朝也。”④毛泽东以批注的形式表达自己对“专制”概念的理解，可见梁氏“专
制说”在那个时代的特别影响力。 陈独秀也是明显受到梁启超反专制思想的革命者，这从他的行事

与文章中可以得到明证。 他创办的《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明显受到梁启超反专制理论、“新民

说”和“少年中国说”的影响。 从名称看，“少年”与“青年”在那个时代是同意语，明显受到梁的影响。
而且在创刊号发布的创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陈氏所标示的主张六条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奴隶性格”正是梁氏反专制话语下出现频率极多的核心性概念，受梁氏影响是十分明显的。⑤ 陈独

秀在他著名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宣布了这一时期他关于“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的基本认识，
指出，“政治的觉悟”为三步骤，一是“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
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一般商民……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 斯言也，欧美国民多

知之。 此其所以莫敢侮之也。 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一步”；二是置身政治者“开宗明义之第一

章，即为抉择政体良否问题……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

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

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 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二步”；三是“所谓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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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１９１０—１９１４）》第 １ 册，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８０ 页。
胡适：《胡适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５２—５３ 页。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１５ 页，见萧延中：《论梁启超对早年毛泽东的影响》，《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８
年第 １ 期。
韶山纪念馆藏：《新民丛报》第四号（影印件），见萧延中：《论梁启超对早年毛泽东的影响》，《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８ 年
第 １ 期。 作者通过研究还认为，毛泽东在 １９１８ 年到北京之前，梁氏是他的精神导师。
陈独秀：《敬告青年》（１９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４ 年，第 ７４ 页。 其实，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主张六条中的三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与梁
启超在 １８９９ 年《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所标的主义六条“进化主义非保守主义”“平等主义非专制主义”“博包
主义（亦谓之相容无碍主义）非单狭主义”三条在语言上有相近之点。 陈独秀：《敬告青年》（１９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 ７４—７６ 页；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１８９９ 年），见《饮冰室合集》第 １ 册“饮冰室
文集之三”，第 ５５—５６ 页。



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

唯一根本之条件”。 “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

品也……以其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与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观感也。 是为吾人政

治的觉悟之第三步”。 陈氏认为关于伦理的觉悟，则在共和条件下，“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

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旧的家庭伦理制度与反

专制的民主共和制度无法调和，必须进行伦理的革命，故“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

悟”。① 就此文看来，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无论在政治上的觉悟还是伦理上的觉悟，其旨在动员并改

造最大多数国民乃至中国最基础的组织细胞家庭，进行反专制的全面性的革命，以把梁启超所孜孜以

求的反专制的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度、新的高潮。 这样，陈独秀既接续了梁启超等人的反专制思想，
而又超越了梁氏反专制思想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大大推进了近代中国反专制革命的进程而进入了一

个新的历史阶段；五四知识群体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口号并树立的“反封建”（反专制为“反封建”的
一个主要义项）旗帜，②进一步吸收欧风美雨和俄罗斯革命的新知，探索着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光明

而又艰难的道路，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爱国和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顺乎时代的潮流，转
向了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中蕴藏的中国革命的主体力

量，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民族复兴和社会发展的新征程。 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主”
性质表明，中共在国内问题上是把坚持反对专制、追求民主和人民性为基本政治目标的。 这就是从旧

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 而对这个历史性转折在客观上所进行的思想因素的铺垫与酝酿，梁
启超的反专制思想所传递的力量是不能忽视和忘记的。 梁启超反专制思想是早期中共党人在新的历

史阶段高举反专制的民主大旗的思想来源之一，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梁启超也有他的思想局限和时

代局限，如他虽然在反对专制体制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国民的力量，呼唤代表国民意志的

新政治的出现，但他却犹豫彷徨，主要致力于思想的传播和上层改造路线的奔走，并不敢进行触动乃至

真正深入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之发动与组织，因此他所期望“国民”的运动和“国民”的政府，只能待后

来的革命者尤其在五四时代大潮中成立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生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轰轰烈烈的民众

运动和革命斗争，进行推翻国内的专制势力和国外的殖民主义势力的新的历史阶段的民族民主革命的

伟大斗争了。 这就是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进行民族复兴的历史逻辑之发展，和历

史运动之发展，也是对梁氏反专制思想合乎逻辑地发展、接续和超越。

（责任编辑：王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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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１９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 １０７—１０９ 页；
翁有为：《“五四”前后陈独秀对“封建”意涵的探索———中共“反封建”话语的初步形成与发展》，《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８５—９９ 页。 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五四知识群体和后来成立的中共党人的“反封建”，主要内
容之一就是反“封建军阀”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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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ｓｉｘ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ｅ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ｌａｗ，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Ｊａｐａｎ’ 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ｉｖ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ｍａｊ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ｉｔ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ｌｅ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ｌａｗ⁃ｂａｓ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ｓ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ｅｎｇ Ｙｏｕｗｅｉ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ｈ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ｈ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ｈｉ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ｆｉｒｍ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ｗａｓ ｓｔｉｌｌ ｖｅｒｙ ｗｅａｋ．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ｗａｓ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ｏｆ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ｉｓ ｌｏ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 ｉｎ 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ｅｘｉｌ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ｔｏ ｈｉｓ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ｒｅ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ｏｕｇｈ ｈｉ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ｄ 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ａｓ ｊｕｓｔ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ｎｔｉ⁃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ｇｒａｓｐｅｄ ｔｈｅ ｃｒｕｘ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ｅｔｃ， ａｎｄ ｆｉｇｕｒｅｄ 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ｔｉ⁃
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ｓ
ａｎｔｉ⁃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Ｌｅｎｉｎｉｓｍ，１９１９ －１９２１ Ｘｕ Ｊｉｌ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１９ ｔｏ １９２１，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ａ ｔｈｒｅｅ⁃ｓｔｅｐ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ｉｔ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 （Ｚｈｉｓｈｉｈｕａ
ｚｈｕｙｉ）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ｄ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ｉｓｍ （ Ｘｉｎｙａｎｇｈｕａ ｚｈｕｙｉ） ．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 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ｉｃ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ｉｇｉｄ Ｌｅｎｉｎｉｓｍ． Ａ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ａｌｓ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ｗｈｏ 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ｗｈ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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